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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結構改革問題深重難解 
 

陳國祥 
台灣經濟研究院顧問 

 

 

香港《逃犯條例》修訂風波，起初如同一隻蝴蝶振翅擺動，旋即吹起強風，

最後發展成龍捲風，肆虐整個香港。 

 

這場風暴的成因錯綜複雜，在「反送中」的訴求底下，蘊藏著強烈的反中意

識。同樣潛藏在深沉底部的激流，則是社會經濟的結構性矛盾，具體表現在貧富

差距、房價高企以及青年苦悶上。 

 

這場風暴以和平、流行、非暴力為主調，後來演變成情緒化對抗，出現暴力

與破壞的變調，被濃濃的仇恨氛圍籠罩，陷入難以歇止的內耗。風波可能因為抗

爭者疲憊或是當局讓步或鎮壓而休止，但即使獲得「真雙普選」的民主權利，如

果不能直面盤根錯節的深層次社會結構矛盾，大力推動社會改革與經濟解構，建

設多元性健康的經濟結構以及市民得以安居樂業的共享型家園，則香港將永難擺

脫無休無止的動盪，永難構構公平正義的社會，而一場接一場政治抗爭的磨難也

將白費苦工。 

 

隨著抗爭擴大開展，「解決深層次結構矛盾」日益成為社會各方與中國大陸

的共同話語，咸信這是「香港病」的根源，其危害甚於高度自治不能落實。這個

診斷起於香港本地，後來陸方跟進，《新華社》9 月 4 日發表《沉重的底色與扭

曲的方向——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》一文，解析港人切身感受

的主要困境，包括：經濟結構與社會資源分配的嚴重失衡，導致青年看不見未來；

嚴重扭曲的樓市，使得中產階層與底層民眾同樣艱苦度日；社會整體又在一波未

平一波繼起的政治抗爭中不斷折騰。 

 

這場抗爭的主要矛頭是對準港府與中央的，現在修例雖然撤回了，但雙普選

落實無日，港人抗爭不會休止，但在此同時，香港社會如果只爭「雙普選」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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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緩和「雙矛盾」，也就是在政治民主之外，爭取經濟上的平權，則港人的悲

苦命運將無以揮別。在街頭抗爭的港人，對於底下潛藏的深層矛盾，雖多有清晰

認知，但迄未提出大刀闊斧翻轉既得利益結構的抗爭行動，所以算是半吊子的社

會運動。 

 

民主選舉雖不能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困局，但普選若能完整體現，則不僅可以

邁向高度自治的新局，也能成為社會與經濟改革的有力制度支撐，絕對有利於改

革的深化。但是，如果抗爭的民眾只是空喊民主口號，卻無法認清社會必須做結

構性轉型的重大課題，同時擘劃行動綱領，則所推動的改革必然流於表層，無法

從根化解社會危機。 

 

長久以來，香港深層次的經濟矛盾日益尖銳，積累成巨大的社會問題，體現

在青年眼中，則是未來根本看不到亮色。一般港人最切身的感受，無疑是攢錢的

速度絕對比不過房價上漲的速度。香港不同區域、不同房型價格儘管不等，但絕

大多數每坪約台幣二百萬，從 2004 年至 2018 年，房價平均漲了 4.4 倍。至於月

收入，20 年前，大學畢業生一般可拿一萬港元，現在只「漲」到一萬二、一萬三。

按國際勞工組織 2018 年的資料，從 2008 年到 2017 年，中國大陸的實質薪資成

長率達 8.2%、澳門 1.6%、韓國 1.2%，台灣的實質薪資成長僅 0.2%，香港甚至

落後於台灣，只有 0.1%。正是房價高漲、薪金收入停滯，導致香港自有住房比例

下降，從 2003 年至今，香港的住房自有率從 53%下降到 48.9%。這個數據的背

後，無非是財富更加集中，導致多少青年自有住房夢破滅。 

 

中產階層一向是中堅力量，是社會的穩定器。但在香港，這個穩定器正在失

靈，擔憂向下墜落的「中產焦慮」非常突出。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

張炳良將這個問題概括為「中產階層的基層化」，就是說，這個階層的教育水準、

文化認同是中產階級，但實際生活已經達不到中產階層的水準，而與基層趨同。 

 

香港 2018 年月薪中位數為 1.75 萬港元，公務員和教師中位數 2.84 萬港元，

不吃不喝，年收入只能買約一坪大的房子。在香港，房產是富人的財富，是中產

昂貴的門票，多數中產者為了獲得這張門票付出巨大的代價，包括極高的負債、

透支性的消費以及束縛性的職業生涯。持續增長的高房價，將香港社會撕裂成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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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者與無房者兩大對立面。香港早已是典型的「啞鈴型」社會，且貧富差距日益

擴大，階層越來越固化。 

 

根據統計，2016 年，香港顯示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為 0.539，遠超過危險警

戒線的 0.4，與部分拉丁南美國家相近，社會福利水平甚至還不如。尤其可慮的

是，由於產業高度單一化和空心化，使得青年和基層人口很難通過教育與就業等

途徑實現向上流動。香港的社會階層因而更加固化。 

 

五十年前，香港將近一半的勞動者是產業工人，但四十年來香港金融、航運、

商貿物流、服務業興起，新起的管理、行政、技術、金融及專業人才吸納眾多勞

動力跨入中產階層。隨後的產業升級卻趨於偏窄，在原有商貿、航運之外，只發

展了金融、旅遊等服務業。 

 

科技產業未能發展起來，成為香港產業結構無法多元發展的致命傷。目前香

港金融業佔 GDP 約 19%，但只提供約 6%的就業。金融業創造財富的能力驚人，

但只能吸收少數本土精英青年人，大部分本地青年沒有能力從事高端服務業，何

況許多香港金融從業者來自境外各國人才。 

 

特區政府也曾採取一些手段試圖改變產業結構，但科技創新產業幾次努力功

敗垂成，其間的人為障礙來自地產霸權和金融巨作，他們出於私利動機而進行過

種種阻撓，比如港府為了推動創新科技發展而擬成立創科局，卻受立法會阻撓三

年。香港製造業產值至今僅佔 GDP 的 1%左右，吸納勞動力寥寥無幾，根源與此

有關。 

 

高房價、貧富差距、青年難以向上流動，歷屆特區政府雖曾使力，但迄今收

效甚微，致使民怨難以消解。這是修例風波一發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。由於無法

多方提供政策保障與民生保障，以有效解決香港的社會民生的結構性矛盾問題，

導致港人將經濟民生議題政治化的趨向。 

 

香港深層次矛盾難以化解的緣由，當然與其政治體制缺乏充分民主化有關，

既有政治的架構深受經濟豪強掣肘，造成改革困難。另外則是長期以來基於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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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理念，陷於「小政府、大市場」的格局與思維，以致於制約了政府的作為。

這些問題又使反改革派更加蓄意製造和挑起政治爭拗，牽制經濟民生問題的興革。

這些因素盤根錯節，加上各種利益集團各求所好，藉機攪局，結果使得政策與措

施遲遲不能出台，矛盾隨而更加積重難返。 

 

一個典型事例是提高房屋供應量的挫敗。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每年增加

8.5 萬套住房的計劃，立即引來無休止的爭議。香港超過 1100 平方公里土地中，

實際的土地開發程度為 24.3%，住宅用地僅佔 6.9%。在未開發的 75.7%的土地

中，劃做郊野公園的就佔 42%，就算為環保考慮不開發，還有 300 多平方公里可

用。但爭議多年，開發仍遙遙無期。在此期間，無論經濟、民生動議，不管是政

策還是撥款，都有反對派使盡解數阻撓，把立法會當政治鬥場與秀場，罔顧多數

市民和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。 

 

即使現在成為眾矢之的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，也努力改善住房問題。她近日

在社群媒體撰交表示，2018 年 6 月推出的六項房政措施已全部到位。六項新房

策一手樓空置稅是重中之重，政府擬向空置逾一年的一手樓單位徵收「額外差餉」，

稅率將為應課差餉租值的 200%，價值大概相等於物業價值的 5%，藉此增加發展

商的持貨成本，打擊空置新樓單位，增加、穩定房屋供應。政府有足夠理由立法

打擊空置的行為，但立空置稅在發展商強烈抗議下拖延超過一年。此外，若要加

大力度解決基層住屋困境，政府必須更積極覓地建屋，包括從速以《收回土地條

例》大幅收購發展商閒置農地，並用之作公營房屋發展。但是，港府氣魄與手筆

不足，所遭受的阻力更大，因此連對高房價產生治標作用都力有未逮。 

 

地產霸權主宰香港的經濟與社會，金融業支撐香港的國際地位，其餘微不足

道，急功近利和短視的統治階級只著力於維護既得利益，抱殘守缺，不思改進。

這不僅妨礙經濟結構的轉型，也令世代的鴻溝不斷擴大，至少世代矛盾日深。亞

洲金融風暴後，香港在地產霸權壟斷下，無法依靠內部的動力令經濟起死回生，

遑論脫胎換骨，因而必須依賴中央的自由行和中港融合政策刺激內需，並進一步

鞏固金融地產霸權，卻同時扼殺百業的自我造血生機。「香港病」越拖越嚴重，

更難覓得有力機制翻轉，只有眼睜睜看著它日益病入膏肓了。 

 



5 
 

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清楚擺在那裡，困難之處在於香港建制體系或既得利

益群體既沒有改革意識與意願，更沒有改革魄力。這個深層次結構矛盾在港英殖

民地時期就存在，但卻是在回歸後惡化，甚至鞏固了既有的困局。不足以推動改

革。 

 

經由這次嚴重的管治危機，中央和港府終於看到香港社會問題的結構性病根，

如果再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過度迷思，繼續繼承港英時代的官商共治結構，不

能對症下藥，進行經濟上去自由放任化的結構性改革，則無從建立一個符合多數

港人利益的經濟實體，矛盾必然層出不窮地爆發。 

 

香港問題積弊日深，香港各方必須繼續深挖病根，展開一場持久戰，中央必

須建立一種積極有為的一國兩制心態，全面推動並督促香港政府大幅度改革規劃，

否則，香港的既得利益群體永遠不會進行自我革命，香港將繼續為此要付出更大

的代價。  

(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) 


